
宫观官制度与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

张振谦

　　摘　要：宫观官制度是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 南宋时期的宫观官制度既是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发展提供

了制度保障，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南宋大多数士人拥有领任宫观官归乡里居的

经历，这无疑促进了地域文学的发展。 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

文人群体的形成、发展和延续。 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宫观官的道观，道教名山武夷山是理学重心南移的中

转站和朱子理学诞生、发展、成熟的大本营。 刘子翚生命的最后 １７ 年 ５ 次奉祠，闲居建州崇安，读书创作和讲学授

徒成为他最重要的两项日常精神活动。 朱熹一生长期领任宫观官，共计 ２０ 余年。 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的理学杰出

地位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经济支撑和时间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视为二者发生联系

的重要现实空间和精神圣地。 南宋末期，奉祠归里的真德秀延续了建州的理学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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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观官制度为宋代特有的一种制度，是朝廷优

待士人的政治政策和尊崇道教的宗教政策相结合的

产物。 宫观官又称祠官，分为宫观（副）使、判官、提
举（点）、主管（管勾）、都监等类别，领任宫观官也称

奉祠，一般允许任便居住。 因最初规定年高硕望的

重臣兼领神祠（宫观）而获取俸禄，狭义的宫观官制

度又称祠禄制度①。 《宋史·职官志·宫观》 载：
“宋制，设祠禄之官，以佚老优贤。 ……时朝廷方经

理时政，患疲老不任事者废职，欲悉罢之，乃使任宫

观，以食其禄。” ［１］４０８０－４０８１宋代宫观官始于真宗时

期，设置初衷是“佚老优贤”，最初员数极少，王安石

变法后，宫观官的员数大量增加，充任宫观官成为贬

谪臣僚的辅助手段。 南宋时期宫观官继续冗滥，成
为很多士人抹不去的身份角色。 朱熹曾言：“自王

介甫更新法，虑天下士大夫议论不合，欲一切弹击罢

黜，又恐骇物论，于是创为宫观祠禄，以待新法异议

之人。 然亦难得，惟监司郡守以上，眷礼优渥者方得

之。 自郡守以下，则尽送部中与监当差遣。 后来渐

轻，今则又轻，皆可以得之矣。” ［２］ 宫观官制度既是

南宋反道学的工具，又为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

障，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当时理学家的学术思

想、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已有学者从祠禄制

度视角研究了以方信孺、刘克庄为核心的闽东莆田

地区诗人群体②，本文则以刘子翚、朱熹为核心的南

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探讨宫观官

身份在其交游活动、群体心态、诗文创作及理学传播

等方面的深刻影响，揭示宫观官制度在学术思想发

展、地域文化建构方面的积极作用。

一、宫观官：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
重要的身份标识

　 　 建州位居福建北部，古称建安，宋孝宗继位后，
改为建宁府， 下辖七县。 《宋史·地理志·福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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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建宁府，上，本建州，建安郡。 旧军事，端拱元

年，升为建宁军节度；绍兴三十二年，以孝宗旧邸，升
府。 ……县七：建安、浦城、嘉禾（本建阳县……景

定元年改今名）、松溪、崇安、政和、瓯宁。” ［１］２２０８宋

代建州地区文化氛围浓厚，南宋胡寅《武夷桂籍记》
云：“建州七县每应书者率四千而赢。 崇安固里弦

闾诵、家诗户书之邑也。” ［３］

建州自然山水以武夷山最负盛名。 武夷山是道

教第十六洞天，《云笈七签·洞天福地》载：“第十六

武夷山洞，周回一百二十里，名曰真升化玄天，在建

州建阳县，真人刘少公治之。” ［４］武夷山的命名源于

仙人武夷君，据传汉武帝曾派人在此设坛奉祀武夷

君。 “武夷”二字最早出自《史记·封禅书》中的“武
夷君用干鱼” ［５］ ，陆游《游武夷山》诗云：“少读封禅

书，始知武夷君。” ［６］９１０朱熹《武夷图序》亦云：“武
夷君之名，著自汉世，祀以干鱼，不知果何神也。 今

有山名武夷，相传即神所宅。” ［７］３７１６武夷山道教文

化至唐宋进入繁盛时期。 武夷山历史上的第一座道

观是冲佑观，又称武夷宫，其前身是唐天宝年间所建

的“天宝殿”。 五代闽王王审知将其修整，改名武夷

观。 南唐元宗李璟之弟李良佐入山访道，居留于此，
保大二年（９４４ 年），“敕建州武夷山升真元化洞天，
武夷观可改赐‘会仙’为额” ［８］６７。 咸平二年（９９９
年），宋真宗御书“冲佑”赐予会仙观；大中祥符二年

（１００９ 年），真宗赐额 “冲佑诏广观”。 绍圣二年

（１０９５ 年），因祷雨灵验，宋哲宗敕封武夷君为显道

真人，并将“会仙观”改名为“冲佑观”。 南宋时期，
冲佑观成为武夷山最大的道观，也是当时全国著名

的宫观。 刘子翚《修武夷冲佑观疏》云：“惟武夷之

名山，有冲佑之秘宇。 自昔秦汉而上，显著灵踪；由
我祖宗以来，益严祀典。 实四境瞻依之地，罄群心归

恳之诚。 流泽所加，无感不应。” ［９］２１９

武夷山冲佑观自熙宁三年（１０７０ 年）开始设置

宫观官，是建州地区唯一设置这一职位的道观③。
南宋时期，以朱熹为代表的许多文人士大夫都曾领

任冲佑观宫观官。 清代董天工《武夷山志·序》云：
“与文公前后主管冲佑观者共二十有四人，皆当时

名儒，是终守之世者名贤之行藏出处皆名山所托重

者也。” ［８］１０该书卷 １６“武夷冲佑观主管”部分具体

列举了他们的名字，其中理学家占据多数，除了“东
南三贤”朱熹、张栻、吕祖谦外，还有刘子翚、叶适、
彭龟年、魏了翁、林大中、曹彦约、黄度、陈舜申、傅自

得、黄干、刘光祖、蔡幼学、张忠恕、刘崇之等。 武夷

山作为理学南传的第一站，声名远播，被后世誉为

“道南理窟”。 “二程”的得意门徒、建阳人游酢和南

剑州（今属福建）人杨时晚年均选择武夷山为终老

之地，他们在此读书著文，传播学术，可视为南宋建

州理学的源头。 程颢在洛阳送别杨时南归福建时

说：“吾道南矣！” ［１］１２７４１建炎二年（１１２８ 年），杨时

“连章丐外，以龙图阁直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 已

而告老，以本官致仕，优游林泉，以著书讲学为

事” ［１］１２７４２。 杨时等人传道东南，既是理学重心由

北向南逐渐迁移的过程，也是理学从河南洛学向福

建闽学转化的过程。
武夷山不仅是道教名山，也是理学名山。 南宋

有不少理学家领任宫观官而退居武夷山附近，我们

依据奉祠时间或生活时代顺序择要梳理如下。 绍兴

五年（１１３５ 年），建州崇安人胡安国提举江州太平

观，归居故里，创立“武夷学派”，清人黄宗羲《宋元

学案》卷 ３４《武夷学案》记录有其谱系传承。 胡安国

之子胡寅于建炎三年（１１２９ 年）和绍兴八年（１１３８
年）两次主管江州太平观，奉祠里居。 绍兴十年

（１１４０ 年），朱熹之父朱松因不附秦桧和议而被弹

劾，他自请宫观官南归，主管台州崇道观。 朱松《谢
宫观启》云：“得郡自试，蒙恩不赀，乃犹沥恳而有

言，亟获奉祠而自屏。 扪心知幸，衔施不忘。” ［１０］朱

熹《皇考左承议郎尚书吏部员外郎兼史馆校勘累赠

通议大夫朱公行状》记载：“（绍兴）十年春，遂使言

者论公独以怀异自贤，阳为辞逊为罪，而出之外

郡。 ……公固不能复为之屈，遂自请为祠官，屏居建

溪之上，日以讨寻旧学为事，手抄口诵，不懈益

虔。” ［７］４５３５－４５３６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 年），朱松再次请

祠期间，卒于建安。
朱熹的宫观官生涯始于 ２９ 岁差监潭州南岳庙。

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 年）十一月，朱熹以养亲为由请

祠，其《申建宁府状》云：“泉州同安县主簿，到任四

年，省罢归乡。 偶以亲老食贫，不能待次，遂乞岳庙

差遣。” ［７］１１４４十二月，朱熹获准监南岳庙。 绍兴三

十二年（１１６２ 年）五月，朱熹秩满再请。 六月，高宗

内禅，孝宗即位，朱熹复监南岳庙。 乾道元年（１１６５
年），吏部侍郎陈俊卿推荐朱熹入朝，因其与主和派

议论不合，再监南岳庙［１１］３４１－３４４。
乾道九年（１１７３ 年），朱熹连上 ４ 道《辞免改官

宫观状》，“（五月）己未，以迪功郎朱熹屡诏不起，特
改宣教郎， 主管台州崇道观” ［１］６５５。 淳熙二年

（１１７５ 年），朱熹主管武夷山冲佑观：“（淳熙）二年，
上欲奖用廉退，以励风俗，龚茂良行丞相事以熹名

进，除秘书郎，力辞，且以手书遗茂良，言一时权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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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小乘间谗毁，乃因熹再辞，即从其请，主管武夷山

冲佑观。” ［１］１２７５３淳熙五年（１１７８ 年）十月，朱熹上

《乞宫观札子》 与 《乞宫观状》 再请祠。 淳熙七年

（１１８０ 年），朱熹《乞宫观札子》云：“熹辄有诚恳，上
渎钧听：熹昨蒙圣恩，差权发遣南康军事，已于去年

三月三十日到任。 累以疾病陈乞祠禄，未蒙敷奏施

行。 今来在任已满十月，非久当书一考，实缘衰病愈

侵，心力凋耗，加以脚气痰饮发作无时，难以勉强在

职。 欲望朝廷特赐敷奏，改授祠庙差遣一次，使得杜

门窃食，休养残废，庶几不至即日颠殒，不胜幸

甚！” ［７］１１５５两个月后，朱熹又上《乞宫观状》与《乞
宫观札子》，终于获准继续主管武夷山冲佑观。

《宋史·朱熹传》载：“（淳熙）十年，诏以熹累乞

奉祠，可差主管台州崇道观，既而连奉云台、鸿庆之

祠者五年。” ［１］１２７５６淳熙十二年（１１８５ 年），朱熹祠

秩满上《乞宫观札子》于朝再次请祠：“熹伏自顷岁

罢官浙东，圣恩畀以祠禄，至今考满，家贫累重，未能

忘禄，欲望特赐敷奏，更与再任一次。” ［７］１１７０四月，
差主管华州云台观［１１］８０４。 次年，朱熹主管南京鸿

庆宫。 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 年），周必大拜相，次年，朱
熹除兵部郎官。 然而，未及一年，他就以疾请祠，其
《与周丞相书》云：“熹之衰病，首尾七年，去冬一二

阴邪危恶之证虽已罢去，然腹心之患甫益坚牢，攻击

万方，略无动意。 ……欲望丞相始终哀怜，少假钧陶

之力，使得复供鸿庆守祧之役，则生托荣名，死题墓

道，无复有遗恨。” ［７］１３７２七月，朱熹主管西京嵩山崇

福宫。 他于是年作《戊申封事》云：
　 　 臣赋性拙直，不能随世俯仰，故自早年即自

揣度决是不堪从宦。 所以一向窃食祠禄，前后

九任，岂不知有致身之义，亦非恬无济物之心，
宁为退藏，盖以避祸。 中间稍蒙任使，果然自速

颠 ，七年之间，措身无所。 今者一出，又致纷

纭。 幸赖圣明保全终始，增其禄秩，使足以免于

饥寒，进其官资，使足以延于嗣息，此皆已非臣

平生意望所及。 天地之恩，不啻厚矣。［７］８０９

朱熹认为自己由于性格原因选择奉祠退居以避

祸，自绍兴二十八年（１１５８ 年）至淳熙十五年（１１８８
年）先后 ９ 次领任宫观官，三次主管监潭州南岳庙，
两次主管台州崇道观，主管武夷山冲佑观、华州云台

观、南京鸿庆宫、西京嵩山崇福宫各一任，长达

１８ 年。
淳熙十六年（１１８９ 年），光宗即位，改元绍熙，丞

相留正举荐朱熹任江东转运使。 然而，朱熹对仕宦

并无从长计议，其《与留丞相札子》云：“熹虽出，终

不能久，近则半年，远则周岁，决须再有祈恳，复劳区

处，不若及今便与祠禄之为便耳。” ［７］１３８９－１３９０果然，
仅仅过了一年，他便因儿子朱塾去世再次乞祠，“时
史浩入见，请收天下人望，乃除熹秘阁修撰，主管南

京鸿庆宫。 熹再辞，诏：‘论撰之职，以宠名儒。’乃

拜命。 除荆湖南路转运副使，辞。 漳州经界竟报罢，
以言不用自劾。 除知静江府，辞，主管南京鸿庆

宫” ［１］１２７６３。 绍熙四年（１１９３ 年），朱熹知潭州兼荆

湖南路安抚使。 次年，宁宗立，朱熹“仍乞追还新旧

职 名， 诏 依 旧 焕 章 阁 待 制， 提 举 南 京 鸿 庆

宫” ［１］１２７６７。 陈傅良此时所上《缴奏朱熹宫观状》
云：“臣窃以为朱熹者，三朝故老，难进易退，二十余

年，多任祠禄，今也欣慕圣明，幡然一出，天下相贺，
以为得人。 则进退之间，岂宜容易？ 未审何故，遂听

退闲？” ［１２］ 庆元元年（１１９５ 年），刘德秀、沈继祖先

后向宋宁宗奏请禁止“伪学”，指斥朱熹道学为伪

学，将宰相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王蔺和朱熹等 ５９
人列入“伪学党人籍”。 次年十二月，朱熹遭党禁之

祸，罢宫观祠禄，归居考亭，结束了长达 ２０ 余年的宫

观官生涯。 庆元五年（１１９９ 年），朱熹致仕，次年卒

于家中。
南宋建州文人群体中还有不少人不仅在理学上

接踵朱熹，而且长期领任宫观官。 崇安人刘玶

（１１３２—１１８５），字平父，号七者翁，绍兴三十二年

（１１６２ 年），以祖母卓氏在堂，３ 次上书乞祠，得监潭

州南岳庙，在武夷山筑“七者之寮”，常与朱熹、胡宪

诸贤唱和，并将其父刘子翚的诗文汇编整理成《屏
山集》２０ 卷传世。 建阳人游九言（１１４２—１２０６），字
诚之，号默斋，庆元二年（１１９６ 年），以不便养亲丐祠

里居。 长乐（今属福建）人黄干（１１５２—１２２１），字直

卿，号勉斋，２３ 岁前往崇安师从朱熹，后为其婿，嘉
定十一年（１２１８ 年），以衰病辞官，主管武夷山冲佑

观，专事讲学。 《宋史·黄干传》载：“（黄）干遂归

里，弟子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来，编礼著书，日不

暇给，夜与之讲论经理，亹亹不倦，借邻寺以处之，朝
夕往来，质疑请益如熹时。 俄命知潮州，辞不行，差
主管亳州明道宫，逾月遂乞致仕，诏许之，特授承议

郎。” ［１］１２７８２建安人袁枢（１１３１—１２０５），字机仲，绍
熙元年（１１９０ 年）提举太平兴国宫返归故乡，庆元元

年（１１９５ 年），再次提举太平兴国宫，此后闲居家乡

１０ 年，直至去世。 《宋史·袁枢传》载：“寻为台臣劾

罢，提举太平兴国宫。 自是三奉祠，力上请制，比之

疏傅、陶令。 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 ［１］１１９３６蔡幼

学（１１５４—１２１７），字行之，温州（今属浙江）人，历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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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建宁和福州知府。 庆元二年（１１９６ 年），时任

福建提举常平的蔡幼学多次向奉祠闲居建阳的朱熹

求问为政之道，由于当时朝廷禁用“伪学”之党，他
因此被诬为“早为伪学，巧取伦魁，持节闽部，全不

事事” ［１３］而被弹劾罢官，领任宫观官而客居建州长

达 ８ 年之久。 《宋史·蔡幼学传》载：“时韩侂胄方

用事，指正人为‘伪学’，异论者立黜。 幼学遂力求

外补，特除提举福建常平。 ……时朱熹居建阳，幼学

每事咨访， 遂为御史刘德秀劾罢， 奉祠者凡八

年。” ［１］１２８９７－１２８９８建阳人刘崇之（１１５４—１２１０），字
智夫，嘉泰元年（１２０１ 年）和嘉定二年（１２０９ 年），两
次请求奉祠，分别主管华州云台观和武夷山冲佑观，
晚年奉祠家居，时长共计 ６ 年。

南宋时期围绕武夷山形成的建州文人群体，其
成员多为理学家，是南宋理学诗派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些理学诗人政治上力主抗金，反对和议退让、苟且

偷安，成为一股对朝政有很强冲击力的政治力量。
由于与秦桧、韩侂胄等奸相奉行的求和投降政策相

悖，他们往往被朝廷以领任宫观官的名义排挤出朝，
里居建州。 建州因此成为南宋士人闲居之地的代

称，正如陆游于淳熙六年（１１７９ 年）作于建安的《送
钱仲耕修撰》诗中所云：“殷勤为报中朝旧，睡足平

生是建州。” ［６］８５９在奉祠期间，他们以理学来传承

文脉，以爱国为精神契合点，以武夷山水为歌咏对

象，在武夷山一带形成了具有较大影响的建州文人

群体。 武夷山既是杨时、游酢、胡安国等福建籍大儒

促使理学重心南移的中转站，也是朱子理学诞生、发
展、成熟的大本营。

二、刘子翚领任宫观官时期的
创作与讲学

　 　 南宋初期，最早领任宫观官而归居建州的是著

名理学诗人刘子翚。 刘子翚是朱熹的理学老师，在
文学上颇有造诣，现存诗歌 ６６０ 余首。 钱钟书曾说：
“假如一位道学家的诗集里，‘讲义语录’的比例还

不大，肯容许些‘闲言语’，他就算得道学家中间的

大诗人，例如朱熹。 刘子翚却是诗人里的一位道学

家，并非只在道学家里充个诗人。” ［１４］

刘子翚（１１０１—１１４７），字彦冲，自号病翁，世称

屏山先生，建州崇安人。 其父刘韐在靖康之难时任

京城四壁守御使，誓不仕金，自缢殉节。 刘子翚归里

守制期满，南宋朝廷任命其为兴化军（今福建莆田）
通判。 绍兴元年（１１３１ 年），其妻陆氏病逝，次年，兴

化任满后，他因病请祠，以右宣教郎的名义主管冲佑

观，隐居崇安屏山之下。 宋人李心传《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卷 ５７ 载：“绍兴二年八月……右宣义郎通

判兴化军刘子翚主管建州武夷山冲佑观。 子翚，韐
少子，有学行。 以毁瘠，不堪吏责，弃官去，读书武夷

山中。” ［１５］刘子翚在兴化军通判任上政绩突出，本
可连任，但因父亲罹难，哀伤过度而致疾，不得不通

过奉祠度过人生的最后 １７ 年。 《宋名臣言行录》外
集卷 １１《刘子翚病翁先生》载：

　 　 倅兴化军，秩满，以最闻。 诏还莅故官。 先

生始以哀毁致疾，自以不堪吏责，遂丐祠主管武

夷冲佑观以归，十有七年，四为崇道祠官。［１６］

《宋史·刘子翚传》也载：
　 　 子翚始执丧致羸疾，至是以不堪吏责，辞归

武夷山，不出者凡十七年。［１］１２８７１

相对于短短 ３ 年的仕宦生涯，归隐屏山的这 １７
年可谓刘子翚生命历程中时段最长、分量最重的时

期。 刘子翚主管冲佑观任满后，又连续 ４ 次领任台

州崇道观宫观官。 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云：
“如是者十有七年，四为崇道祠官，累阶右承议郎，
享年 四 十 有 七， 以 绍 兴 十 七 年 十 有 二 月 丙 申

卒。” ［７］４２１３刘子翚接到宫观官任命后，写有诗篇表

达当时的感受。 首次领任宫观官时，刘子翚作七言

绝句《得冲佑命》云：“几年归梦水云间，猿鹤重寻已

厚 颜。 惭 愧 君 恩 犹 窃 禄， 官 衔 新 带 武 夷

山。” ［１７］２１４１５从中可见他重回故乡时那种喜悦且略

带愧疚的心情。 此后刘子翚主管台州崇道观，又作

《得天台命二首》诗云：
　 　 奉祠得请向天台，清梦先寻紫翠堆。 借问

刘晨今在否，云间应见耳孙来。
暖风环佩满芳洲，贝阙珠宫忆旧游。 此日

刘郎心似水，桃花空绕暮溪流。［１７］２１４２９

他在诗中巧用刘晨、阮肇天台山遇仙的典故，言
说自己再次领任宫观官的平静心态。 随着国势的日

益衰微和自己年龄的增长，诗人远大的政治抱负已

消磨殆尽，正如其《转秩奉祠蒙朝佐子静庆以四六

戏裁长句为谢》所云：“一岭无情阻面谈，鸣翰忽堕

得双函。 抽黄对白虽云妙，刻朽嘘枯祇益惭。 小转

只缘官带右，雄飞无复梦图南。 借留赖有天台侣，老
矣真成七不堪。” ［１７］２１４５０他在这里借用嵇康《与山

巨源绝交书》中的“七不堪”来陈述自己不能出仕的

原因。
刘子翚领任宫观官期间，读书创作是其日常生

活中的一项重要活动。 朱熹《屏山先生刘公墓表》
４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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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先生始以哀毁致羸疾，至是自以不复堪吏责，
遂丐闲局，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以归。 世家屏山下潭

溪之上，有园林水石之胜，于是俯仰其间，尽弃人间

事。 自号病翁，独居一室，危坐或竟日夜， 然无一

言。 意 有 所 得， 则 笔 之 于 书， 或 咏 歌 焉 以 自

适。” ［７］４２１２

刘子翚接到主管武夷山冲佑观之命后，作《归
田》诗云：

　 　 声色家有阱，轩裳仕之囚。 冥行不知迷，今
将返吾辀。 爱慕洗余习，清虚乐孤游。 亭亭隐

仙岩，迎人入双眸。 稻色黄莽莽，溪光碧油油。
佳树残照满，高穹乱云流。 乍参樵牧群，辞气不

婉柔。 性有书史癖，时逢甲兵休。 斯怀傥遂全，
曩志不必酬。［１７］２１３５９

诗中表达了作者对奉祠后闲云野鹤式生活的想

象与向往。 “时逢甲兵休”即其《送张当世序》所云：
“（绍兴二年） 壬子春，灵旗大伐，冲逐荡拓，寇乃

平。” ［９］１５２归隐之后，他在多篇作品中表露心无旁

骛地读书治学，如“老矣惟书爱未消，喜闻新塾出尘

嚣”（《题吴若愚一经堂》），“病间欲疏酒，老便惟读

书”（《致中晚集》），“只应心醉六经醇，自是陶陶晋

魏人”（《致中诗戏论诗棋酒辄次原韵》）等。
刘子翚人生的最后 １７ 年闲居崇安，诗歌中更多

地书写山林田园、寄赠友朋，透露出他对时局的灰

心，表现出隐者的姿态。 如其《屏迹》诗云：“屏迹山

樊避世喧，晚风落日静柴门。 寒泉绕竹通幽圃，小径

穿田入别村。 散策微吟霜叶脱，钩帘宴坐碧云翻。
闲中兴味知何晚，绝口名途不更言。” ［１７］２１４２４其《桃
源》诗云：“桃花深处蜜蜂喧，山近前峰鸡犬村。 若

有胡麻泛流水，武夷转作武陵源。” ［１７］２１４５８他将武

夷山当做桃花源，游览风景秀丽的武夷山成为其晚

年生活中放松、愉悦心情的重要方式。 刘子翚《病
中追赋游武夷》诗云：“建水日夜浅，清滩自迢迢。
渔舠愕已无，忽点净练遥。 老身寄其上，兀若栖危

苕。 松风知我狂，随舷助倾摇。 探幽神益新，得快意

自消。 长林翠洞口，微云粉山腰。 那知碧虚远，一苇

卧可超。 不须换吾骸，吾慵登岧嶤。 病中追余观，所
得绝富饶。” ［１７］２１８３９其《绝句》中也有类似表达：“喜
闻归骑已扬镳，载酒相迎不惮遥。 我是武夷东道主，
便同蜡屐上岧嶤。” ［１７］２１４２５

刘子翚这一时期所作诗篇大部分充满着田家浓

郁的生活气息，表现出对和平宁静田园生活的留恋

与喜爱之情，如“长空淡淡如云扫，暮过田家风物

好。 耕犁倚户寂无人，饥牛卧啮墙根草”（《田家》）。

处于人生晚年的刘子翚在诗中反复表明自己的退隐

之乐与恬淡自得的平和心态，如“野墅惊秋晚，残年

匆匆过。 海潮通井浅，林日到窗多。 酒尽邻翁饷，诗
成稚子哦。 人生行乐耳，轩冕奈余何” （《野墅》），
“人间过眼事如许，何用封侯羡戛羹”（《次韵六四叔

村居即事十二绝》其十），“宦游若胜归田乐，肯把轩

裳换一犁”（《筑室》）。
刘子翚虽然归隐山林，但由于担任宫观官而领

取朝廷俸禄，内心深处仍始终牵挂着国家朝堂。 其

《负暄》诗云：
　 　 宵寒卧增裯，昼寒起增衣。 何如负暄乐，高
堂日晖晖。 引光扉尽辟，追影榻屡移。 妙趣久

乃酣，瞑目潜自知。 初如拥红炉，冻粟消顽肌。
渐如饮醇醪，暖力中融怡。 欠伸百骸舒，爬搔随

意为。 稍回骄佚气，顿改酸寒姿。 薰然沐慈仁，
天恩岂余私。 愿披横空云，四海同熙熙。 矫首

望扶桑，倾心效园葵。［１７］２１３５６

此诗的诗题出自《列子·杨朱》：“昔者宋国有

田夫，常衣缊黂，仅以过冬。 暨春东作，自曝于日，不
知天下之有广厦隩室，绵纩狐貉。 顾谓其妻曰：‘负
日之暄，人莫知者。 以献吾君，将有重赏。’”“负暄”
作为向君王敬献忠心的典实，在这首诗中用来言说

诗人自己因身体衰病而处境窘迫的时候，得到了宫

观官制度的帮助和救济，改变了寒酸的生活状态，拥
有了基本的物质保障，他的内心因此充满了暖意和

感恩，并在结句发出杜甫“葵藿倾太阳，物性固难

夺”（《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式的忠诚报恩的

肺腑之言。
刘子翚领任宫观官期间，讲学授徒是其最重要

的日常活动。 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 １５６
载：“子翚既奉祠，尽弃人事，独居一室，意有所得则

笔之于书，四方学者多从之。” ［１８］ 由于身体疾病所

限，不能直接为朝廷效力却获得祠禄，他内心十分愧

疚，“未能医国惭君赐，旧书且读蝇头字” （《鹅峰居

士以地黄遗病翁，因为作引》），于是，他将精力倾注

在广收门徒、兴办地方教育上。
刘子翚回乡后，即着手扩修祖上留传的刘氏家

塾，次年建成。 明人黄仲昭编纂的《八闽通志》卷 ７３
记载，刘氏家塾中有六经堂，家园有早赋堂、悠然堂、
横秋阁、凉阴轩、山馆、万石亭、意远亭、怀新亭、百花

台、酴醾洞、海棠洲、莲池、橘林、桂岩、宴坐岩、醒心

泉、南溪，凡 １７ 景。 刘子翚各赋诗纪胜，并且延请当

地知名学者刘勉之、胡宪为塾师，在此开坛讲学，广
招弟子，传道乡里。 六经堂是生徒受学之处，刘子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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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六经堂学者》云：“此堂何有，维经与史。 隐索周

施，于兹备矣。 诵书琅琅，其神乃扬。 杂虑横心，圣
言则忘。 讲书默默，精义乃得。” ［９］２０８南宋初期，建
州生徒在六经堂学成而科举及第者不在少数。 刘子

翚《寄如愚、珙二首》曾云：“射殿遥闻驻六飞，天颜

咫尺引儒衣。 吾家亦有胪传喜，叔侄联名赐第归。”
“雁塔蟾宫尽假途，要须行实副名誉。 六经堂上归

来日，饱读平生未见书。” ［１７］２１４４２除刘氏叔侄外，朱
熹、刘玶、魏掞之、方士繇、黄铢、黄子衡、詹体仁、魏
元履、李从礼、刘懋、欧阳光祖等人均从学于此。 其

中，朱熹最为著名。
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 年），因遭秦桧之党弹劾而奉

祠归闽的朱松去世，曾托孤于闲居建州崇安的好友

刘子翚、胡宪和刘勉之三人。 朱熹《屏山先生刘公

墓表》云：
　 　 盖先人疾病时，尝顾语熹曰：“籍溪胡原

仲、白水刘致中、屏山刘彦冲，此三人者，吾友

也。 其学皆有渊源，吾所敬畏。 吾即死，汝往父

事之，而惟其言之听，则吾死不恨矣。”熹饮泣

受言，不敢忘。 既孤，则奉以告于三君子而禀学

焉。［７］４２１１

刘子翚、胡宪和刘勉之皆因反对秦桧和议而归

隐武夷地区，被称为“武夷三先生”。 朱熹遵从其父

遗命，投奔刘子翚，刘氏待其如子侄，为其取字“元
晦”，与刘勉之、胡宪一起教授他修习理学。 此后，
年方 １４ 岁的朱熹就在此生活、学习。 胡宪（１０８４—
１１６２），字原仲，自幼从乡贤胡安国学，人称籍溪先

生，曾任建州教授、福建安抚使等职，后辞官，主管台

州崇道观而归里。 刘勉之（１０８９—１１４９），字致中，
号草堂，世称白水先生，自绍兴三年（１１３３ 年）开始，
他在建阳近郊构建萧屯别墅，“及至家，即邑近郊结

草为堂，读书其中，力耕自给，澹然无求于世。 与胡

宪、刘子翚相往来，日以讲论切磋为事。 绍兴间……
勉之知不与桧合，即谢病归。 杜门十余年，学者踵

之，随其材品，为说圣贤教学之门及前言往行之

懿” ［１］１３４６３。
绍兴十七年（１１４７ 年），刘子翚卧病不起，朱熹

侍奉左右。 刘子翚去世前夕，曾作诗《病中赏梅赠

元晦老友》云：“梅边无与谈，赖有之子至。 荒寒一

点香，足以酬天地。 天地亦无心，受之自人意。 韬白

任新知，风味要如此。” ［１７］２１３８９从中可见他对刚在

建州乡试中考取贡生的朱熹寄予厚望，希望他此后

为官、为人均要保持梅之高洁品格。
刘子翚去世 １５ 年后的绍兴三十二年 （ １１６２

年），朱熹在《伏读二刘公瑞岩留题感事兴怀至于陨

涕追次元韵偶成二篇》其二云：
　 　 投绂归来卧赤城，家山无处不经行。 寒岩

解榻梦应好，绝壁题诗语太清。 陈迹一朝成寂

寞，灵台千古自虚明。 传来旧业荒芜尽，惭愧秋

原宿草生。 （自注：右怀病翁先生作。 翁领崇

道祠官，故有“赤城”之句。） ［７］１６９－１７０

诗题中的“二刘公”指刘子羽、刘子翚兄弟。 该

诗为追怀刘子翚而作。 因刘子翚四度主管台州崇道

观，崇道观在台州天台县赤城山，故有首句之说。 由

此可见朱熹与二刘之间的密切关系。
刘子翚自绍兴二年（１１３２ 年）领任宫观官归隐

屏山后，积极扩修刘氏家塾，与胡宪、刘勉之等人讲

学论道、诗酒酬唱，为南宋初期建州学术的兴盛和文

人群体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淳祐二年（１２４２
年），宋理宗为褒扬刘子翚的教育功绩，敕建屏山书

院，门额为门人朱熹手书［１９］ 。 刘子翚死后，朱熹视

其为风骨楷模与精神标杆，在《书屏山先生文集后》
云：“窃以为先生文辞之伟，固足以惊一世之耳目，
然其精微之学，静退之风，形于文墨，有足以发蒙蔽

而销鄙吝之萌者，尤览者所宜尽心也。” ［７］３８６３巧合

的是，朱熹一生也长期奉祠，闲居武夷山，弘扬理学、
传道有声。

三、朱熹奉祠期间对武夷精舍的
营建、书写及其影响

　 　 建炎四年（１１３０ 年），朱熹出生于南剑州尤溪

（今属福建），幼时随父朱松辗转寓居多处，绍兴十

年（１１４０ 年），迁居建州建安环溪精舍。 三年后父

卒，被托孤于刘氏兄弟，遂与母移居崇安，受学于

“武夷三先生”。 刘子羽为其筑室“紫阳楼”，朱熹在

此定居 ４０ 年。 淳熙十年（１１８３）后，朱熹常住崇安

武夷精舍，绍熙五年（１１９４）搬至建阳考亭，度过晚

年。 朱熹享年 ７１ 岁，１９ 岁中举，仕于外者 ９ 年，立
于朝者仅 ４６ 日，一生大部分时间居住在建州武夷山

的山野之间，与友人寄情山水，著书立说，讲学传道，
过着闲适自得的生活。 在这期间，朱熹请祠极为频

繁，长期领任宫观官。
朱熹 ２０ 余年的奉祠经历对其人生思想、讲学论

道、交游酬唱、文学创作等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答
韩尚书书》中自言：

　 　 熹狷介之性，矫揉万方而终不能回，迂疏之

学，用力既深而自信愈笃，以此自知决不能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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俯仰，以就功名。 以故二十年来自甘退藏，以求

己志。 所愿欲者，不过修身守道，以终余年，因

其暇日，讽诵遗经，参考旧闻，以求圣贤立言本

义之所在，既以自乐，间亦笔之于书，以与学者

共之，且以待后世之君子而已。 此外实无毫发

余念也。［７］１２９１

朱熹归居建州期间，共创建了 ４ 所书院，即寒泉

精舍、云谷晦庵书堂、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 其中，
武夷精舍使用时间最长、招收生徒最多，对朱子理学

体系建构的作用最为关键，对它的营建和书写为我

们管窥朱熹与宫观官制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绝佳的

视角。
武夷精舍正式营建始于淳熙十年（１１８３ 年）正

月，时任浙东常平茶盐使的朱熹因弹劾贪官———台

州知府唐仲友而得罪左相王淮，被污蔑和排斥，责授

主管台州崇道观，辞官归里。 朱熹奉祠回乡后，便亲

自筹划、营建武夷精舍。 建宁知府韩元吉《武夷精

舍记》中对此有明确记载：
　 　 吾友朱元晦居于五夫山，去武夷一舍而近，
若其外圃，暇则游焉。 与其门生弟子挟书而诵，
取古《诗》三百篇及楚人之词哦而歌之，得酒啸

咏，留必数日。 盖山中之乐，悉为元晦之私也，
余每愧焉。 淳熙之十年，元晦既辞使节于江东，
遂赋祠官之禄，则又曰吾今营其地，果尽有山中

之乐矣。 盖其游益数，而于其溪之五折负大石

屏，规之以为精舍，取道士之庐犹半也。 诛锄茅

草，仅得数亩，面势幽清，奇石佳木，拱揖映带，
若阴相而遗我者。 使弟子辈具畚锸，集瓦竹，相
率成之。 元晦躬画其处，中以为堂，旁以为斋，
高以为亭，密以为室，讲书肄业，琴歌酒赋莫不

在是。［２０］

此记作于淳熙十年（１１８３ 年）八月，主要讲述武

夷山的地理环境及武夷精舍的布局，同时肯定朱熹

效仿孔子言行，揭示武夷精舍“学行其乡，善其徒”
的创办目的。 其实，朱熹营建武夷精舍的想法可追

溯至乾道五年（１１６９ 年），当时他为母亲祝氏丁忧而

家居，其作于淳熙十年的《行视武夷精舍》诗句“胡
然闭千载？ 逮此开一旦”后自注：“峰下小山重复，
中有平地数十丈，乔木长藤、茂林修竹交相蔽隐。 旧

无人迹，乾道己丑，予舟过而乐之。 及今始能卜筑，
以酬曩志。” ［７］６５９

淳熙五年（１１７８ 年），朱熹领任武夷山冲佑观宫

观官期间，与妹夫刘彦集、隐士刘甫等人共游武夷山

时作《游武夷以 “相期拾瑶草” 分韵赋诗得 “瑶”

字》：“秋声入庭户，残暑不敢骄。 起趁汗漫期，两袂

天风飘。 眷焉此家山，名号列九霄。 相与一来集，旷
然心朗寥。 栖息共云屋，追寻唤渔舠。 一水屡萦回，
千峰郁岧峣。 苍然大隐屏，林端耸孤标。 下有云一

壑，仙人久相招。 授我黄素书，赠我英琼瑶。 茅茨几

时见，自此遗纷嚣。” ［７］３４４ “相期拾瑶草”出自杜甫

《赠李白》中的诗句“亦有梁宋游，相期拾瑶草”，李、
杜相遇，因不得意遂生求仙之念。 朱熹借此表达自

己的出世之思，从该诗后半部分来看，朱熹营建武夷

精舍之思已越发浓厚和清晰。
武夷精舍大约一半的建筑是以道教宫观为基址

的。 朱熹在创建时，在石门西边建有专供道士居住

的“寒栖馆”。 “石门之西少南，又为屋以居道流，取
道书《真诰》 中语命之曰‘寒栖之馆’。” ［７］６６１ 《真

诰》卷六载：“太虚真人曰：饭凡人百，不如饭一善

人；饭善人千，不如饭一学道者。 寒栖山林者，益当

以为意。” ［２１］ 朱熹《寒栖馆》 诗云：“竹间彼何人？
抱甕靡遗力。 遥夜更不眠，焚香坐看壁。” ［７］６６３诗

中塑造了此时朱熹安于拙朴生活的自我形象，“抱
甕”语出《庄子·天地》，后形容保持本心，安于拙陋

的纯朴生活。 除寒栖馆外，武夷精舍还有仁智堂、隐
求室、止宿寮、石门坞、观善斋、晚对亭和铁笛亭等，
这些构成了武夷山享誉盛名的建筑群。 这些建筑的

布局安排如下：武夷精舍坐落在五曲溪畔，隐屏峰两

峰相抱之中。 精舍主房为仁智堂，堂左边为朱熹的

卧室———隐求室，寓示隐退山林、求真返朴之意，右
边是止宿寮，用来接待朋友。 隐屏峰左麓有石门坞，
内建一排房屋，为弟子们的宿舍，取《学记》“相观而

善之谓摩”之义而名之观善斋。 在观善斋前，晚对

亭和铁笛亭对称而立。
武夷精舍落成之后，朱熹作有《武夷精舍杂咏》

１２ 首诗，分别对精舍、仁智堂、隐求室、止宿寮、石门

坞、观善斋、寒栖馆、晚对亭、铁笛亭、钓矶、茶灶、渔
艇进行吟咏，表现了诗人隐居求志的高怀与雅趣。
如其一《精舍》云：“琴书四十年，几做山中客。 一日

茅栋成，居然我泉石。” ［７］６６２诗中表达了诗人自 １４
岁定居崇安至今整整 ４０ 年与武夷山结下的不解之

缘。 朱熹《行视武夷精舍》诗云：“暂游意已惬，独往

身犹绊。 珍重舍瑟人，重来足幽伴。”自注：“已约初

夏与同志皆往游集。” ［７］６６０他在武夷精舍建成的短

短数月内创作了大量作品，用来介绍其建筑分布、名
称来源及功能用途等信息，由此阐释和赋予武夷精

舍的价值和意义，表明自己的生活心态，构建自己独

立的精神世界。 可以说，武夷精舍的建造为仕途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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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朱熹提供了寄托身心的私人空间和怡情养性的

精神家园。 在这一独特空间中，他既可以著书立说、
教学育人，又能够栖息心灵、陶冶自我，还可以寄情

山水、体悟天道。
淳熙十年（１１８３ 年）四月十六日，武夷精舍正式

竣工，朱熹即移居于此，其《武夷精舍杂咏》序云：
“经始于淳熙癸卯之春，其夏四月既望堂成，而始来

居之。 四方士友来者亦甚众，莫不叹其佳胜，而恨它

屋之未具，不可以久留也。” ［７］６６２此后，四方名流纷

纷亲至其地或遥以诗文相贺。 先是建州理学家蔡元

定（字季通）、吴楫（字公济）来到武夷精舍，后至武

夷山冲佑观岁寒轩聚会唱酬。 朱熹有《次公济精舍

韵》《奉同公济诸兄自精舍来集冲佑之岁寒轩因邀

诸羽客同饮，公济有诗赠守元章师因次其韵》诗唱

和。 长期师事朱熹的方士繇和史学家袁枢均作有

《武夷精舍十咏》。 已经致仕归居莆田故里的陈俊

卿寄题武夷精舍诗来，朱熹有《伏蒙致政少传相公

宠赐寄题武夷精舍诗一首，拜受捧读，不胜仰叹，无
以自见，区区感幸之诚，辄继高韵，缮写拜呈，冒渎威

尊下情恐悚之至》诗和之。 丘崈也对朱熹《武夷精

舍杂咏》组诗进行了追和，他读罢朱熹《精舍》后，产
生跟随朱熹逍遥其中之念，其《和朱子武夷杂咏十

首·精舍》诗云：“我读精舍篇，梦作山中客。 从公

夜不眠，寒灯歌白石。” ［１７］２８９３４

陆游、杨万里等文坛巨擘也均有对武夷精舍的

题诗。 值得注意的是，陆游发现了武夷精舍之于朱

熹的重要意义，对他能够在其中安心读书治学予以

肯定。 陆游《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五首其一云：
“先生结屋绿岩边，读《易》悬知屡绝编。 不用采芝

惊世俗，恐人谤道是神仙。” ［６］１２０１袁枢《武夷精舍

十咏·仁智堂》亦云：“此身本无累，动静随所寓。
结庐在岩谷，自适山水趣。” ［１７］２７７１８他们以这一建

筑空间为触发点，在融入自身经历与感受的同时，强
化了朱熹当时的思想和心态，体现了理学家安贫乐

道的崇高精神境界，赋予了武夷精舍丰富的精神文

化内涵。
在南宋文士吟咏武夷精舍的一系列作品中，逐

渐塑造了领任宫观官时期的朱熹形象。 袁枢《武夷

精舍十咏·隐屏精舍》云：“有怀武夷仙，相期苍翠

间。” ［１７］２７７１９杨万里 《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

咏·精舍》云：“忆我南溪北，千岩万壑亭。 妒渠紫

阳叟，诧杀一峰青。” ［２２］１４６４吕天泽《题武夷》诗云：
“书林追慕紫阳翁，出入尝沾教雨中。 缅仰高山难

企及，大开茅塞迳能通。” ［１７］３１２９２陈宓《闰月五日题

武夷》三首其一云：“武夷精舍果何如，名字流传动

八 区。 大 隐 山 前 溪 五 曲， 一 间 茅 屋 与 谁

居。” ［１７］３４０４３白玉蟾《题精舍》云：“到此黄昏飒飒

风，岩头只见药炉空。 不堪花落烟飞处，又听寒猿哭

晦翁。” ［１７］３７５９３

朱熹《武夷精舍杂咏》组诗的最后一首是《渔
艇》：“出载长烟重，归装片月轻。 千岩猿鹤友，愁绝

棹歌声。” ［７］６６４渔艇是连接武夷精舍与外界的交通

工具，杨万里《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十二咏·渔艇》
诗云：“精舍何曾远？ 只在九曲北。 渔艇若不来，弱
水万里隔。” ［２２］１４６６朱熹以武夷精舍象征归隐、轻松

纯洁，以外界隐喻出仕、负重迷茫，在他的心中，这两

个空间正是出处、仕隐的代表，正如丘崈追和此诗所

云：“世路风波恶，扁舟去住轻。 中流发清唱，千古

有遗声。” ［１７］２８９３５朱熹援引孔稚珪《北山移文》对假

隐的嘲讽，以往返武夷山九曲溪途中清新自然的棹

歌来消弭胸中的愁情。
淳熙十一年（１１８４ 年）二月，朱熹携友人学子游

武夷山九曲溪，作千古名篇《淳熙甲辰中春精舍闲

居戏作武夷棹歌十首呈诸同游相与一笑》组诗（后
来简称《武夷棹歌》或《九曲棹歌》）。 这是歌咏武夷

山水的经典之作，也是解读朱子义理的重要材料，兼
具游乐诗和说理诗双重文本④。 朱熹门人及友人大

量和作与仿作，在当时和后世广为流传。 时任建宁

知府的韩元吉最早唱和该组诗，今仅存 １ 首《次棹

歌韵》。 南宋文人和韵之作还有白玉蟾《武夷九曲

棹歌》１０ 首、方岳《又和晦翁棹歌》１０ 首、欧阳光祖

《和朱元晦九曲棹歌》２ 首、留元刚《武夷九曲棹歌》
７ 首。 和作之外，《武夷棹歌》在宋代的仿作也颇多，
如白玉蟾《九曲棹歌》、蒲寿宬《重游武夷偶成棹歌

一首》等。 其中成就较高的是绍熙三年（１１９２ 年）辛
弃疾路经崇安至武夷精舍与朱熹相会时所赋的《游
武夷，作棹歌呈晦翁十首》。 其九云：“山中有客帝

王师，日日吟诗坐钓矶。 费尽烟霞供不足，几时西伯

载将归？” ［２３］辛弃疾将曾担任侍讲的朱熹称为“帝
王师”，昔日的“帝王师”现在却领任宫观官，只能吟

诗垂钓、餐霞饮露，他期望有朝一日“西伯”前来将

其诚邀归朝。
武夷精舍也是朱熹最终完成《四书章句集注》

并以它为教材实行教育实践的著名书院，在中国教

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朱熹在武夷精舍广收门徒，
培养了大批学生，逐渐形成了一个有较大影响力的

学派。 武夷精舍也因此成为理学教育的中心，蔡元

定、刘爚、黄干、詹体仁、游九言、李方子、方士繇、陈
８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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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蔡沈、窦从周、张巽、李闳祖等人，都曾就学于武

夷精舍。 当时或稍后，建州当地为数不少的理学家

纷纷仿效朱熹，相继在武夷山中、九曲溪旁构筑读书

讲学之室，如游九言的“水云寮”、刘爚的“云庄山

房”、蔡沈的“南山书院”等，武夷山遂成为当时传播

理学思想的重要阵地名噪一时。 南宋理学家张栻曾

云“当今道在武夷” ［１］１２０５３。 由于武夷精舍之于朱

熹的重要意义，它被塑造成为一个现实中可以触及

而又与理想家园相符的精神圣地。
淳熙十四年（１１８７ 年），朱熹提举南京鸿庆宫，

其《拜鸿庆宫有感》诗云：“旧京原庙久烟尘，白发祠

官感 慨 新。 北 望 千 门 空 引 籍， 不 知 何 日 去 朝

真？” ［７］６７９南京（今河南商丘）鸿庆宫内有宋神宗御

容绘像，但此时这里已沦陷为金国的统治区，宋人无

法前往，朱熹晚年奉祠期间仍然挂念着沦陷的中原

故土。 正如清人王懋竑所言：“先生守南康，使浙

东，始有以身殉国之意，及是知道之难行，退而奉祠，
杜门不出，海内学者尊信益众。 然忧世之意未尝忘

也。” ［２４］

回顾朱熹的一生，宫观官制度为他提供了物质

生活基础和充裕的时间，使他能够长期在武夷山自

由生活、交游唱和、专心讲学和创作。 尤其是淳熙十

年（１１８３ 年）至绍熙元年（１１９０ 年），朱熹在武夷精

舍的 ８ 年，其学术思想和生活心态均臻于成熟。 他

通过对武夷山水的描绘来展现闲适的心态，创作了

８００ 余首诗，占其诗歌总数的半数以上。 从某种意

义上可以说，宫观官制度为朱熹理学杰出地位的奠

定与文学创作成就的取得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撑和

制度保障，他奉祠期间营建和书写的武夷精舍可以

视为其理学思想与文学创作发生联系的重要现实空

间和精神家园。

余　 论

朱熹逝世 １０ 年后的嘉定二年（１２０９ 年），朝廷

加封其谥号为“文”，称“朱文公”，并将其领任宫观

官闲居建州期间完成的学术著作立于学馆，成为官

方法定的读本。 宋宁宗“嘉定更化”实行的这一系

列措施有利于理学的复苏，为理学的自由发展赢得

了一个宽松的环境。 理宗即位后，崇信程朱理学，并
请朱熹再传弟子、建州浦城人真德秀兼经筵侍讲。
真德秀对南宋后期理学的传承和发扬贡献甚大。
《宋史·真德秀传》云：“自侂胄立伪学之名以锢善

类，凡近世大儒之书，皆显禁以绝之。 德秀晚出，独

慨然以斯文自任，讲习而服行之。 党禁既开，而正学

遂明于天下后世，多其力也。” ［１］１２９６４ 宝庆元年

（１２２５ 年），真德秀因得罪权相史弥远，被提举玉隆

万寿宫，落职闲居。 其《辞免除职宫观状》云：“今月

初三日，恭准省札，勘会已降指挥，真某除职，与宫

观。 九月二日三省同奉圣旨，除焕章阁待制、提举隆

兴府玉隆万寿宫，任便居住，札送某者。” ［２５］他奉祠

退归故里，一边步趋朱熹，阐发正心诚意的理学义

理，一边读书创作。 清人真采所编《真西山年谱》记
载：“公既归浦城，以田易梦笔山地数亩，构堂于山

之麓，日与门人刘克庄、汤汉、徐华老辈修 《读书

记》。” ［２６］此事应发生于宝庆二年（１２２６ 年）至绍定

元年（１２２８ 年）刘克庄知建阳县期间，他创立文公

祠，主祀朱熹，这是朱熹享有专祠奉祀的开端。 刘克

庄后来在其《通两浙运使朱都承》中回忆说：“昔过

考亭故居，尝登武夷精舍，徘徊如至阙里，梦寐想见

文公。 岂 知 高 山 仰 止 之 邦， 乃 为 有 锦 使 制 之

地。” ［２７］从中可见真德秀及其生徒刘克庄等人在建

州的生活状态和行为轨迹。
综上所述，宫观官制度为建州地域文人聚合提

供了契机和条件，促进了南宋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

形成、发展和延续。 这一文人群体的大多数成员里

籍建州，他们交游、创作、传播理学的地理空间主要

是武夷山及其周围地区。 冲佑观是建州地区唯一设

置宫观官的道教宫观，刘子翚、朱熹等人主管武夷山

冲佑观的经历，在其学术思想和文学创作中留下了

较为深刻的印记。 作为宫观官的刘子翚和朱熹，在
建州理学文人群体的离合聚散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他们在宫观官制度庇护之下开展了大量的文学学术

活动，从中可以管窥当时复杂的政治环境和文人

心态。

注释

①关于该制度的研究，可参阅以下成果：梁天锡《宋代祠禄制度考

实》，台北：学生书店，１９７８ 年；金圆《宋代祠禄官的几个问题》，《中
国史研究》１９８８ 年第 ２ 期；白文固《宋代祠禄制度再探》，《中州学

刊》１９８９ 年第 ６ 期；刘文刚《论宋代的宫观官制》，《宋代文化研究》
第七辑，成都：巴蜀书社，１９９８ 年；汪圣铎《关于宋代祠禄制度的几个

问题》，《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８ 年第 ４ 期；张振谦《北宋宫观官制度流变

考述》，《北方论丛》２０１０ 年第 ４ 期。 ②侯体健：《南宋祠禄官制与地

域诗人群体：以福建为中心的考察》，《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
年第 ３ 期。 ③熙宁三年（１０７０ 年），宋神宗“诏杭州洞霄宫、亳州明道

宫、华州云台观、建州武夷观、台州崇道观、成都玉局观、建昌军仙都

观、江州太平观、洪州玉隆观、五岳庙自今并依嵩山崇福宫、舒州灵仙

观置管干或提举、提点官。”见《宋史》卷 １７０，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年，第 ４０８０—４０８１ 页。 ④具体论述详见王利民：《从〈武夷棹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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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诗歌的双重文本》，《东方丛刊》１９９９ 年第 ４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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